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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归纳了有关气溶胶吸湿性的测量方法以及过去近 30a 来文献中报道的生物气溶胶吸湿性的主要研究成果,总结了不同种类生物气溶胶之间吸湿

性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绝大部分的生物气溶胶粒子都具有一定的吸湿性,当相对湿度为 90%时,吸湿增长因子约为 1.04(真菌孢子)~1.22(细菌),花粉颗

粒物吸湿后的质量与之前的比值为 1.30~1.55.最后,提出了目前关于生物气溶胶吸湿性研究中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及该领域的主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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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echniques used to investigate bioaerosol hygroscopicity, review hygroscopicity of bioaerosols 

reported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and compares difference in hygroscopicity for various bioaerosols. Bioaerosols in general show 

moderate hygroscopicity: hygroscopic growth factors at 90% RH were found to vary between 1.04 for fungal spores and 1.22 for 

bacteria, and mass growth factors at 90% RH were found to be in the range of 1.30~1.55. Finally, we outline important questions 

which remained to be answered in this field and also propose some future research pri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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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气溶胶是大气气溶胶的重要组成成分,是

从生物圈进入大气圈的一类生物质粒,包括活性的

或死亡的生物体(细菌、古菌、藻类等)、生物颗粒(真

菌孢子、植物花粉等)以及由有生命活性的有机体所

释放到空气中的各种质粒[1-2].其粒径范围可以从几

纳米(病毒、细胞碎片)到几百微米(花粉、植物碎片)

不等.粒径更大的生物气溶胶也可以被提升至空气

中,但由于其沉降速度过快而无法悬浮于空气中,因

此通常不属于大气气溶胶粒子. 

相关研究表明,全球生物气溶胶(主要为植物碎

片与真菌孢子)的总排放量在<10~1000Tg/a 的范围

内,其中细菌的年排放量为 0.4~28Tg,真菌孢子为

8~190Tg,花粉为47~84Tg.从数浓度与质量浓度来看,

粒径大于 1μm 的生物气溶胶通常占城市和农村空

气中总悬浮颗粒物(TSP)的 30%,占原始森林空气中

TSP 的 80%[1-3].从总体来看,主要生物气溶胶的数浓

度与质量浓度分别在 104 个/m3 与 1μg/m3 左右[2].最

近的研究表明,陆地区域的细菌和真菌孢子的平均

排放通量约为 102/(m2·s)[2,4],反映了大气和生物圈之

间的生物物质交换非常迅速. 

生物气溶胶在全球气候、人体健康以及生态系

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通过吸收和散射太阳辐射

与地面长波辐射,影响地-气辐射平衡,从而直接影

响全球气候[1-2,5].另一方面,生物气溶胶还可以通过

活化形成云凝结核(CCN)和冰核粒子(INPs)影响云

的光学性质、云量以及云的寿命等,对全球气候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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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影响[3,6-15].Möhler 等[8]与 Pope[9]认为粒径较大

的生物气溶胶,如花粉,被称为巨云凝结核,可在更低

的过饱和状态下形成云滴,并迅速生长至较大的液

滴尺寸,从而促进雨的形成.此外,微生物在大气中的

一些代谢活动也可能影响云和气溶胶.某些微生物

(细菌、酵母菌、真菌等)已被发现可影响云内化学

过程[16],表明微生物可利用云内物质作为营养来源,

从而参与云内化学过程.有的微生物也可作为生物

催化剂,加快云水中光化学反应的速率[16]. 

生物气溶胶可对生物有机体产生传染性、致敏

性或毒性等影响,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影响人类健

康和农业生产.许多植物、动物和人类病原体均可以

通过空气进行传播,有些植物病原体还可以进行远

距离传输,从而将疾病传播到各地[17].一些植物病原

体,如引起锈病、霜霉病和白粉病的病原体,曾造成

全球农业的重大经济损失[18].人类和动物的各种主

要传染病,如炭疽、手足口病、结核病、流行性感冒

和麻疹,也是由细菌或病毒气溶胶引起的[19-20].此外,

吸入和沉积在呼吸系统不同区域的生物气溶胶可

引起人和动物的过敏或中毒反应[21],例如风媒花粉、

真菌孢子、动物皮屑以及螨虫排泄物等.生物气溶胶

在呼吸道的沉积取决于颗粒物的物理性质如粒径

分布 ,吸湿性以及人体的气道形态和呼吸特征

等  

[21-22].生物气溶胶对生态系统的进化有着重要影

响.对很多微生物而言,在大气中的远距离扩散是一

种重要的生存策略,使其得以“开疆拓土”或者进行

季节性迁移[23].例如风媒植物得以繁衍的决定性因

素是其产生的花粉可借风力输送至空气中,从而进

行传粉. 

吸湿性是大气颗粒物的一个重要物化性质,常

用于表达气溶胶的含水量.首先,气溶胶的吸湿性会

影响气溶胶粒子的大小与折射率,改变其光学特性,

进而影响能见度和直接辐射强迫[24-26].此外,吸湿性

也与气溶胶的云凝结核活性密切相关,吸湿性强的

颗粒物通常更易成核,继而影响降水的形成[27].生物

气溶胶可以做为大气中气态污染物的源或汇,也可

以为大气中一些重要反应的发生提供反应床,而这

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吸湿性.Estillore 等[5]发现当

空气的 RH 较大时,细菌表面会形成一层水膜,可吸

附空气中 NH3、NOx 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同时,细菌在高湿度环境下具有很强的活性,在不同

的外界环境下,细菌本身可以作为氧化剂或者还原

剂[28].此外,生物气溶胶在大气中的传播、停留时间

与寿命也依赖于其吸湿性[29-31],并间接影响生态系

统的演变.同时,吸湿性也将影响颗粒物在人体呼吸

系统中的传输和沉降,且生物气溶胶致病性大,传染

性强,与一般气溶胶相比,更易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

例如,由于部分微生物的粒径较大,如花粉,这些粒子

将会通过在空气中的传播和扩散侵入人体的皮肤、

粘膜、呼吸道等部位,从而引起过敏与肺炎等疾病,

对公共健康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2,32-33].Reponen

等 

[34]发现在生物气溶胶的典型尺寸中,0.5~2 µm 尺

寸范围的粒子在吸湿增长中最容易沉积 .Broday

等  

[35]认为粒子的吸湿性可能会增强中等尺寸粒子

的沉积,并阻碍细粒子在呼吸道的沉积. 

近年来,人们对生物气溶胶的大气过程有了一

定认识[1-2],但对其吸湿性的研究相对还比较匮乏.本

文总结了有关气溶胶吸湿性的测量技术以及过去

近 30a 来文献中报道的不同种类生物气溶胶的吸湿

性测量结果,并浅谈了生物气溶胶吸湿性研究中尚

未解决的科学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态势,以期为深入

认识生物气溶胶在大气化学、气候以及人体健康等

方面的影响提供参考. 

1  吸湿性研究方法 

1.1  大气颗粒物吸湿性的表征参数 

目前,表征气溶胶吸湿性的参数有吸湿增长因

子(GF)、粒子的质量变化(m/m0)以及吸湿性参数(κ)

等.其中GF是指气溶胶在某一给定RH下的粒径(Dp)

与干燥条件下粒径 (D0)的比值,即GF (RH) = Dp/D0.

粒子吸湿前后的质量变化(m/m0)定义为一定 RH 下

粒子质量(m)与干燥条件下粒子质量(m0)的比值,由

于生物气溶胶通常具有形貌不规则且粒径较大的

特点,测量粒子的 GF 并非易事,因此 m/m0 也常被用

于表征生物气溶胶的吸湿性.吸湿性参数(κ)已被广

泛用于描述气溶胶粒子在亚饱和以及过饱和状态

下的吸湿性[27].由于 κ 只与颗粒物的化学组成有关,

与颗粒物的粒径与其所处的RH环境无关,因此也是

用于表征生物气溶胶吸湿性的常见方法. 

当开尔文效应可以忽略不计时(这对于通常粒

径>1μm 的细菌、真菌孢子、花粉等生物气溶胶粒

子是有效的),气溶胶的吸湿增长因子(GF)与 RH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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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可由式(1)表达[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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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粒子为球形,且在给定 RH 的条件下,气溶

胶粒子的体积等于干燥条件下粒子体积与粒子吸

收水的体积之和,那么颗粒物的质量变化(m/m0)与

RH 的关系可由式(2)表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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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W为水的密度,1g/cm3;ρP为干粒子的密度. 

近日,Tang 等[38]系统评述了目前已有的吸湿性

测量技术并总结了各个测量技术的优势与不足,本

节将以生物气溶胶吸湿性的主要测量方法为主来

进行概述. 

1.2  生物气溶胶吸湿性的测量方法 

1.2.1  蒸汽吸附分析仪  蒸汽吸附分析仪(VSA)曾

被用于测定生物气溶胶在不同温度以及 RH 下的吸

湿性[37,39].该仪器能够精准地控制温度与湿度,并通

过测定颗粒物的质量变化来测量吸湿性.其质量测

量范围为 0~100mg,灵敏度可达 0.1μg;温度控制范围

为 5~85℃,精度为±0.1℃;RH 控制范围为 0%~98%,

精度为±1%.目前,相关研究已系统评估了 VSA 的性

能,并将 VSA 用于测定大气相关粒子的吸湿性[40],

该仪器的原理如图 1 所示,主要包括用于测量样品

质量的高精度天平和可精准控制温度与湿度并进

行在线监测的湿度室.Gu 等[40]测定了不同温度下

(5~30℃),6 种不同物质的潮解点(DRH),包括 NaCl, 

(NH4)2SO4 等常见化合物,其测量值与理论值的差异

不超过 1%.此外,已有研究利用 VSA 测定了花粉的

吸湿性[39],多次证明该仪器可以精准地测定大气气

溶胶颗粒物的绝对含水量. 

1.2.2  电动力学天平法  电动力学天平法(EDB)的

基本原理是通过带电气溶胶颗粒在电场\重力场共

同作用下的平衡,来获得悬浮态气溶胶在不同RH下

的质量变化[38].正是由于颗粒物在测量过程中处于

悬浮状态,减少了样品与器壁的接触,从而在很大程

度上避免非均相凝聚作用,因此对于研究气溶胶中

水分的脱附等具有极大的优势.在无其它力的情况

下,粒子受到的重力与电场力相平衡,如式(3)所示. 

 DCV
mg nqC

z
  (3) 

式中:m 为粒子的质量;g 为引力常数;q 为带电粒子

的电荷量;z 为两个电极之间的距离;C 为常数,取

决于 EDB 的几何构型;VDC 是悬浮粒子所需要的

直流电压.由式(3)可得,若粒子上的电荷保持不变,

其质量则与平衡所需的直流电压成正比.因此,粒

子的相对质量变化可以通过测量直流电压来进行

测定. 

 
图 1  蒸汽吸附分析仪原理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a vapor sorption analyzer 

VSA 型号为 Q5000SA,MFC 为质量流量控制器(MFC1:干燥气流;MFC2:

加湿气流;MFC3:吹扫控制室的干燥气流),以上三种气流的气体均为高

纯度 N2 

Pope[9]与 Griffiths[12]等利用 EDB 测量了多种花

粉在不同RH下的吸湿性,发现测定的花粉样品具有

一定的吸湿性.然而,由于 EDB 只能表征单颗粒的吸

湿特性,因此对于复杂气溶胶以及实际大气颗粒物

的研究并不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1.2.3  吸湿串联差分电迁移率分析仪  吸湿串联

差分电迁移率分析仪(H-TDMA)是吸湿性最常见的

测量方法之一[38].该仪器可以直接测量气溶胶颗粒

物在不同 RH 条件下的粒径变化来获得吸湿增长因

子.H-TDMA 的基本组成包括:气溶胶雾化器、干燥

器、荷电装置、2 个差分电迁移率分析仪(DMA)以

及与之对应的颗粒计数器(CPC)、温湿度控制器等.

该仪器的实验原理为下:(1)将干燥的多分散气溶胶

通入第一个 DMA,进行气溶胶颗粒物的粒径选择;(2)

将获得的单分散气溶胶通过加湿系统,使颗粒物进

行吸湿增长;(3)通入第二个 DMA 与 CPC 对气溶胶

粒子进行监测,得到气溶胶粒径分布随 RH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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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吸湿增长因子 GF 值. 

H-TDMA 虽已被广泛应用于气溶胶吸湿性的

研究 ,但根据文献调研 ,仅有极少的研究利用

H-TDMA测定了生物气溶胶的吸湿性.其中,Fuentes

等[11]采用 H-TDMA 同时测定了人工配置的不含海

洋有机物与含有藻类渗出液的海洋气溶胶吸湿性,

该研究发现含有藻类渗出液的海洋气溶胶 GF 值小

于不含有机物的海洋气溶胶,且这种效应会随着海

水有机质含量的增加而增强,表明藻类渗出液可抑

制海洋气溶胶的吸湿性. 

除了以上常用的方法外,生物气溶胶吸湿性的

测量技术还包括分析天平、光谱仪、环境扫描电子

显微镜(ESEM)与环境透射电子显微镜(ETEM)等常

用方法,其中分析天平可以直接测定颗粒物在不同

RH下的质量变化[41],与热重分析天平的原理较相似.

由于光谱法无法准确定量测定颗粒物的吸湿增长,

且在实际研究中,将红外吸收强度转化为颗粒物的

含水量并不容易,因此目前运用光谱法测量生物气

溶胶吸湿性的研究非常少.根据文献调研,仅 Tang

等  

[37]利用透射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与漫反射傅

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DRIFTS)测定了 6种常见花粉

在不同RH下的吸湿性.ESEM与ETEM则可以直接

用于研究水蒸气吸附于颗粒物的过程以及粒子的

粒径与形貌特征等,已被广泛应用于实验室研究和

外场观测[9,42-44].例如,Pope[9]通过 ESEM 观察发现,

当RH逐渐升高至 93%时,桦属花粉仅出现内部膨胀

现象,表面并没有明显吸收水分;但当 RH 高达 95%

及以上时,在该颗粒物的表面可观察到液态水.表 1

总结了上述几种主要研究方法的原理、优缺点以及

该方法研究过的生物气溶胶. 

表 1  生物气溶胶吸湿性实验室测量技术总结 

Table 1  The summary of the measuring techniques for bioaerosol hygoscopicity in the laboratory 

测量技术 原理 优点 缺点 
已测定的生物气

溶胶的种类 

参考

文献

蒸汽吸附分析仪 
测定不同RH下的样品

质量 

质量和温湿度控制精度高、可测

量样品的绝对含水量、对样品形

态无要求 

样品堆积态的形式可能会干扰测

量结果 
花粉 [38] 

电动力学天平法 
测量悬浮粒子在不同

RH 下的质量 

可测量单颗粒的吸湿性、对样品

形态无要求 

不能较好的代表复杂气溶胶的吸

湿性 
花粉 [9] 

吸湿串联差分电迁移率

分析仪 

测量气溶胶在不同 RH

下的粒径 

可直接测量气溶胶的粒径变化,大

量用于实验室研究和外场观测 

价格昂贵、操作复杂、对样品形

态要求高、对于测量难溶性颗粒

物在低湿度范围吸附水的精确度

较低 

含有藻类渗出液

的海洋气溶胶 
[10] 

分析天平 
测定不同RH下的样品

质量 

质量控制精度高、可测量样品的

绝对含水量、对样品形态无要求
难精准控制温湿度 花粉 [41] 

光谱仪 
测定不同RH下样品的

红外吸收强度 

可给出水在不同界面上的物理状

态、吸附特征等相变过程中的红

外吸收信息 

无法进行绝对定量测量、干扰大 花粉 [38]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环境透射电子显微镜 

观察颗粒物的形貌和

大小随 RH 的变化 
可表征颗粒物的形貌和粒径特征

无法研究单层水吸附过程、无法

准确测定吸水量 
花粉 [12] 

 

2  生物气溶胶吸湿性的实验室测量结果 

目前,对于生物气溶胶吸湿性的测量主要是在

实验室进行的研究.表 2 总结了过去近 30a 关于细

菌、真菌孢子、花粉以及其它生物气溶胶,如藻类或

浮游植物的分泌物(即胞外聚合物,EPS)吸湿性的测

量结果. 

2.1  细菌 

细菌是单细胞原核微生物,其直径在 1μm 左右,

某些细菌如芽孢杆菌可以形成孢子以抵御极端条

件,如低温、紫外辐射、氧化、化学反应等,从而长

时间存活[1-2,45].由于细菌的这些特性,其几乎存在于

地球的所有环境中,包括极端环境,如深海、冰川、

热泉等. 

Madelin 等 [46] 利用空气动力学粒径谱仪

(Aerodynamic Particle Sizer, APS 33,TSI Inc., St Paul, 

Minnesota, USA)测定了不同湿度和温度下两种嗜

热放线菌的空气动力学直径,从而得到细菌在不同



12 期 陈兰夏迪等：生物气溶胶的吸湿性 5109 

 

RH下的吸湿增长因子.该研究利用改良的Henderson 

装置雾化产生细菌气溶胶粒子,然后将含有细菌气溶

胶粒子的气流通入两个控制室中,其中一个控制室称

为干燥/冷调节室,该控制室的温度与RH分别为20oC

与 40%;另外一个控制室称为湿润/热调节室,而该控

制室的温度与 RH 则分别为 38℃与 95%.当粒子在两

个控制室内达到平衡时(假定 1h 后可达到平衡),便分

别测定两种环境条件下粒子的粒径.该实验发现两种

放线菌的粒径在 38℃、95% RH 条件下与干燥条件

下(20℃,40% RH)相比有明显的增长.其中,绿色糖单

胞菌 (Saccharomonospora viridis) 和白色链霉菌

(Streptomyces albus)在 95% RH 下的吸湿增长因子分

别为 1.30 和 1.09. 

Johnson 等[47]研究了不同 RH(10%、20%、40%、

60%、80%、90%)条件下,雾化过程中不同缓冲液浓

度对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与丁香假单胞

菌(Pseudomonas syringae)粒径变化的影响.结果表

示磷酸盐缓冲溶液的浓度显著影响了两种气溶胶

的粒径大小分布,当 RH 在 80%以上时更为明显.此

外,在没有缓冲溶液的情况下,两种细菌气溶胶的粒

径分布也会受到RH的影响,且不同细菌受到的影响

不同,其中枯草芽孢杆菌在 90% RH 下的 GF 约为

1.22,而丁香假单胞菌的较小,为 1.15.因此,认为细菌

的吸湿性与其种类息息相关. 

表 2  文献报道的生物气溶胶吸湿性的实验室测量结果 

Table 2  Laboratory measurements of hygroscopicity of bioaerosol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s 

种类 粒径(μm) 
最大 GF 及对

应的 RH 

参考

文献
种类 粒径 

最大 m/m0 或 GF

及对应的 RH 

参考

文献

细菌 

绿色糖单胞菌 1.15Dgma 1.30at 95% [46]

花粉 

桦树,赤杨,白杨,橡树,松树

等 11 种落叶树､针叶树以

及草类植物的花粉 

22~115μm 3.0at 95% [41] 

白色链霉菌 1.15Dgma 1.09at 95%     

枯草芽孢杆菌 0.94Dmma 1.22at 90% [47]    

丁香假单胞菌 0.89Dmma 1.15at 90%  水仙､水桦､柳树､黑胡桃的

花粉 

25μm 1.3at 85% [9] 

革兰氏阴性大肠杆菌 0.63Dmma 1.34at 98% [48]    

革兰氏阳性枯草杆菌 0.75Da 1.16at 98%  黑麦草、地肤、三齿蒿、假

苍耳的花粉 

- 1.8at 85% [12] 

真菌孢子 

黄曲霉 3.3Dgma 1.15at 95% [46]

烟曲霉 1.9Dgma 1.16at 98%  美洲山杨,美洲黑杨,山核

桃,豚草等 6 种风媒植物花

粉 

- 1.5at 90% (25oC) [37] 

芽枝状枝抱霉 2.3Dgma 1.12at 98%  

宛氏拟青霉 2.5Dgma 1.06at 98%  

产黄青霉 2.6Dgma 1.07at 98%  
马尾松,油松,梨树,油菜花

等 11 种中国植物花粉 

- 1.4at 90% (25oC) [39] 

朱黄青霉 1.6Dgma 1.12at 98%  

短柄帚霉 5.1Dgma 1.08at 95%  

短密青霉 2.9Dgma 1.05at 90% [34]

其它(藻类

渗出液)

含有藻类和微型浮游植物

分泌物的人工海水:海链

藻、角毛藻、赫氏圆石藻、

棕囊藻 

25~500nm ~4.0 (GF) at 99% [10] 

梅林青霉 2.4Dgma 1.08at 90%     

采色曲霉 2.1Dgma 1.07at 90%  40~105nm ~2.5 (GF) at 92% [11] 

烟曲霉 2.1Dgma 1.06at 90%     

枝状枝孢菌 1.8Dgma 1.04at 90%     

注: Dgma为几何质量空气动力学直径;Dmma为质量中位空气动力学直径;Da为空气动力学直径. 

气溶胶的表面性质是决定吸湿性的重要因

素,Lee 等[48]利用粒度谱仪(TSI Aerosizer 3220)研究

了细胞壁结构不同的两种细菌革兰氏阴性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与革兰氏阳性枯草杆菌(Bacillus 

suhtilis)在不同RH条件下的粒径分布,同时选取NaCl

和聚苯乙烯乳胶(PSL)两种气溶胶颗粒做对比.其

中,NaCl 气溶胶的 GF 在约 95% RH 时为 1.65,与前人

的研究相比较小;PSL 小球气溶胶几乎没有吸湿增长;

大肠杆菌气溶胶的 GF 显著大于枯草杆菌,其 GF 在

98% RH 下分别为 1.34 与 1.16.研究表明除了与气溶

胶表面的可溶性成分有关之外,造成两种细菌不同吸

湿性的原因还与细菌的细胞壁结构密切相关. 

2.2  真菌孢子 

真菌普遍存在于植物、土壤、动物、水以及室

内等环境中.其中,多细胞真菌大多是丝状(菌丝体),

其在繁殖期形成孢子.孢子释放可以看作成有性或

无性生殖的一部分,这些孢子通常在大气中扩散,而

环境条件如湿度、温度对真菌孢子粒径分布带来的

影响至关重要. 

Madelin 等[46]测定了多种真菌孢子的吸湿性.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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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当 RH 从 40%升高至 95%,且温度从 20oC

升高至 38oC 时,真菌孢子链发生了断裂,其粒径迅速

增大,而后,当 RH 升至 98%时,大部分真菌气溶胶的

空气动力学直径仍有明显的提升.由表 1 可知,当

98%RH 条件下,真菌的吸湿增长因子范围为 1.06(宛

氏拟青霉 ,Paecilomyces variotii)至 1.16(烟曲霉 , 

Aspergillus fumigatus).因此,该研究认为微生物所处

的环境条件,尤其是RH能够显著影响微生物气溶胶

的粒径分布,并与其沉积于人体肺部内的物理行为

密切相关,这对于研究霉菌引起的过敏性哮喘以及

肺炎有着一定的意义. 

此外,Reponen等[34]研究了 5种不同真菌的空气

动力学直径随 RH(30%~100%)的变化,实验结果如

表 2 所示 .该研究表明 ,5 种真菌包括短密青霉

(Penicillium brevicompactum)、梅林青霉(Penicillium 

melinii)、采色曲霉(Aspergillus versicolor)、烟曲霉

(Aspergillus fumigatus)、枝状枝孢菌(Cladosporium 

cladosporioides)在 90% RH 下的 GF 变化较小,为约

1.04(枝状枝孢菌)至约 1.08(梅林青霉),但是当RH提

高至约 100%时,真菌气溶胶的粒径可增大至原来的

27%左右,表现出较强的吸湿性. 

2.3  花粉 

花粉粒是大气中的重要生物成分,特别是借助

风力作为传播媒介的花粉(风媒花粉),包括裸子植物

(如冷杉、松树等)、一些被子植物(如橡树、桦树、

柳树和杨树等)和草类等.每到花粉季,风媒植物产生

和释放大量的花粉弥漫在大气中[17,49],落在植物雌

性器官上,得以完成授粉过程.很多植物的花粉存在

过敏原,鼻炎、结膜炎和哮喘是花粉过敏的典型症状.

花粉在空气中的传播以及沉积于人体肺部的物理

行为则与其吸湿性密切相关.许多研究[9,12,37,39,41]表

明花粉粒子可以在高RH下吸收大量水分,相关研究

的结果总结见表 2. 

Diehl 等[41]利用可以调节湿度的分析天平,测定

了在 RH 为 73%和 95%条件下多种花粉包括新鲜采

集和干燥状态下花粉颗粒的质量增长.花粉样品来

自于 4 种落叶树:桦树(Betula alba)、赤杨(Alnus 

incana)、白杨(Populus nigra)、橡树(Quercus rubra);2

种松柏科植物:松树(Pinus sylvestris)与云杉(Picea 

alba);4 种草类植物:小糠草(Agrostis alba)、果园草

(Dactylis glomerata)、草地早熟禾(Poapratensis)、黑

麦(Secale cereale).该研究表示当 RH 为 73%时花粉

吸收的水质量约为干燥颗粒的 10%,当 RH 增加至

95%时,花粉的质量约为干燥时的 3 倍.此外,Diehl

等  

[41]发现草类的花粉比落叶树与松柏科植物的花

粉吸水能力更强,且天然采集的花粉与干燥的花粉

相比吸水量较少. 

Pope[9]采用 EDB 方法测定了 4 种花粉在 295K

时不同 RH 条件下的吸湿增长,包括水仙(Narcissus 

sp.)、水桦(Betula occidentalis)、柳树(Salix caprea)和

黑胡桃(Juglans nigra)的花粉.研究发现当 RH 为 75%

时,4 种花粉的质量较干燥状态相比增加了约 16%(如

图 2 所示).另外,该研究还发现在一定假设下,花粉的

吸湿增长可以通过修正后的 κ-Köhler 理论来进行描

述,得到的吸湿性参数(κ)的范围为 0.05~ 0.1.此外,通

过 ESEM 实验表明,在高 RH 下可以明显观察到花粉

颗粒物的表面是湿润的.在此基础上, Griffths 等[12]同

样使用了 EDB 测量了另外 4 种类型花粉的吸湿性,

分别为黑麦草(Secale cerale)、地肤(Kochia scoparia)、

三齿蒿(Artemisia tridentata)和假苍耳(Iva xantifolia)

的花粉.该研究的结果与 Pope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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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种花粉的质量增长(m/m0)随 RH 的变化. 

Fig.2  Measured change of sample mass (m/m0) of three pollen 

samples as a function of RH 

最近,Tang 等[37]使用 VSA、DRIFTS 和透射傅

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系统研究了国内外 6种

代表性风媒植物花粉在多种温度下(5,15,25和37℃)

的吸湿性,包括美洲山杨(Populus tremuloides)、美洲

黑杨(Populus deltoides)、山核桃、纸桑树、豚草与

玉米的花粉颗粒物.该研究发现,这 6 种花粉颗粒物

均具有较强的吸湿性.在室温条件下(25℃),90%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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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花粉颗粒物的质量相比干燥条件增大了 30%~ 

50%,吸湿性参数(κ)范围为 0.034~0.061.另外该研究

还发现花粉颗粒物的吸湿性普遍随着温度的升高

而降低.DRIFTS与 transmission FTIR实验表明,花粉

的吸湿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花粉颗粒物中羟基

的相对含量.该研究对于深入认识花粉颗粒物的环

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 37℃的实验结果,为模

拟花粉颗粒物在呼吸系统内的传输和沉降以及评

估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提供了关键基础数据. 

随后,Chen等[39]首次测定了我国 11种代表性花

粉的吸湿性.该研究测定了 25 和 37℃条件下 6 种风

媒植物 :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油松 (Pinus 

tabuliformis)、黄山松(Pinus taiwanensis)、华山松

(Pinus armandii)、白皮松(Pinus bungeana)、蒲黄

(Typha angustifolia)与 5 种虫媒植物 :梨树(Pyrus 

sp.) 、苹果树 (Malus pumila) 、桃树 (Amygdalus 

persica)、李子树(Prunus salicina)、油菜花(Brassica 

campestris)花粉的吸湿性,并发现这些花粉都具有一

定的吸湿性.在温度为 25℃时,RH 由 0%升高至 90%

时,花粉颗粒物的质量增加了 33%~43%,所对应的吸

湿性参数(κ)约为 0.04.就目前已有的数据来看,风媒

花粉和虫媒花粉的吸湿性似乎没有系统差异,而中

国常见花粉与欧洲/北美常见花粉的吸湿性也非常

相似.此外,2 个温度下(25 和 37℃)花粉颗粒物吸湿

性的差异比较小. 

2.4  其它微生物气溶胶 

除细菌、真菌以及花粉颗粒物之外,海洋气溶胶

中的微生物吸湿性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焦点.海洋

气溶胶包括初级和次级气溶胶成分.海洋气溶胶是

由一次排放物质(例如海洋溅射产生的海盐以及其

它有机物质)与二次生成的物质(来源于气粒转换过

程,如成核和凝结过程)[10, 50].海洋气溶胶中的微生

物成分有着多种来源,其中一个来源是海洋浮游植

物的代谢活动,浮游植物可产生溶解性和非溶解性

的复杂混合物,包括有机化合物,如羧酸、脂类、氨

基酸和碳水化合物.在海洋泡沫破裂过程中,这些成

分可以被整合到粒子中. 

研究表明[10-11]不同藻类释放的有机物对海洋

气溶胶粒子吸湿增长有一定的影响.Wex 等[10]采用

H-TDMA 与 Leipzig 气溶胶与云相互作用模拟器

(LACIS)测定了 6 种海水样品经雾化后形成的海洋

气溶胶在不同 RH 下的粒径变化,从而得到其 GF

值.6 种样品包括不含有机物的人工配置的海洋气溶

胶和含营养物质的天然海洋气溶胶,另外 4 个样品

是含有 4 种不同藻类:角毛藻(Chaetoceros sp.)、赫氏

圆石藻(Emiliana huxleyi)、棕囊藻(Phaeocystis)和海

链藻(Thalassiosira rotula)渗出液的海水替代样品.

研究结果表示人工配置的含有机物的海洋气溶胶

吸湿增长因子较相似,GF 于 99% RH 时约为 4.0 左

右,且略低于不含有机物的海洋气溶胶.因此推测藻

类渗出液并不会增加海洋气溶胶的吸湿特性.但是,

研究还指出除了浮游植物产生的分泌物以外,海洋

气溶胶可能还含有从气相获得的有机物,这些物质

也可能影响海洋气溶胶的吸湿性,进而影响全球气

候.Fuentes 等[11]同样利用 H-TDMA 测定了人工海

洋气溶胶、含硅藻类海洋气溶胶和含纳米浮游生物

渗出液海水气溶胶 3 类人工海洋气溶胶的 GF 值,结

果与 Wex 等[10]类似,含硅藻类海水雾化形成的气溶

胶 GF 较不含有机物的人造海水相比低 9%~17%,且

上述 2 个研究中渗出液混合物海水气溶胶于 90% 

RH 的 GF 均约为 2.0,表现出良好的一致性. 

2.5  结果与讨论 

图 3 总结了细菌、真菌孢子与花粉在高 RH 

(85%、90%、95%)下的吸湿增长因子 GF 以及吸湿

前后质量的比值 m/m0.从总体来看,绝大部分的生物

气溶胶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吸湿性.其中,细菌于 90% 

RH 条件下的 GF 为约 1.08~1.22,高于同一 RH 下真

菌孢子的 GF(约 1.04~1.08),且在其它两种高 RH 的

条件下(80%、95%)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但从整体

来看,这 2 种微生物的吸湿性较相似.此外,含有藻类

渗出液的人工海洋气溶胶 GF 显著高于其它类型的

生物气溶胶粒子,其 GF 于 90% RH 约为 2.5,甚至高

于氯化钠(GF~1.65,RH=98%)[48].另外 Wex 等[10]与

Fuentes 等[11]一致认为藻类渗出液的存在会抑制人

工海洋气溶胶的吸湿增长. 

随着RH的增加,花粉的质量呈现显著增长的趋

势,当 RH 为 95%时,花粉的质量可达到其干燥状态

下质量的 3 倍.另外不同文献报道的花粉粒子于

90% RH 条件下的吸湿性测量结果较吻合 ,其中

Tang 等[37]与 Chen 等[39]测量的 m(90%)/m0(RH 为

90%时的质量比)分别为1.30~1.55和1.33~1.43,但其

余文献报道的 m/m0 在 85%与 95% RH 下有一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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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花粉类型和测量手段均会

导致测量结果的差异,因此不同研究的测量结果从

总体上来看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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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物气溶胶于高 RH 条件下的 GF 和 m/m0 

Fig.3  Hygroscopic growth factors (GF) and normalized 

sample mass (relative to that at <1% RH, m/m0) at high  

RH for bioaerosols 

花粉的测量结果以m/m0来表示,其余生物气溶胶的测量结果以 GF 来表示 

当RH为90%时,生物气溶胶的GF值约为1.04~ 

1.22,花粉颗粒物吸湿后的质量与之前的比值为

1.30~1.55,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种类的生物气溶胶,其

吸湿性有一定的差距,而引起差异的原因可能与生

物气溶胶的化学成分与微观结构密切相关[37,48],但

确切的原因目前尚不明确.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关于大气中生物气溶胶粒子的科学研究可以

追溯到 19 世纪.此后,在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引起了

学者的普遍关注,涉及的领域包括大气科学、免疫

学、生物学、医学、生物化学、纳米与物理等[49].

经过过去近 30a 的实验室研究,积累了在不同温度

和 RH 条件下,不同来源生物气溶胶的吸湿性数据. 

由于细菌与真菌的存活时间长且可以在各种

极端环境条件下生存,对流行病学、农业以及生态

等方面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因此已有不少学者对细

菌与真菌孢子的吸湿性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并发

现其所研究的细菌与真菌样品均具有一定的吸湿

性,并在一定过饱和度条件下可活化为云凝结核.花

粉作为一种最丰富的生物气溶胶粒子,特别是由风

媒植物产生的花粉,能够大量存在于大气中,与许多

过敏性疾病息息相关.不少种类的花粉,尤其是风媒

花粉的吸湿性与云凝结核活性也亦有报道.研究表

明随着 RH 的升高,这些花粉均能够吸水,有些甚至

出现表面膨胀现象,证明了花粉具有良好的吸湿性.

此外,有学者对海洋中浮游植物所分泌的有机体是

否具有吸湿性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含 EPS 人工海

洋气溶胶虽在一定过饱和度下可被活化为云凝结

核,但其吸湿性却略低于不含有机物的人工海洋气

溶胶.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海洋生物气溶胶中,还

有许多其它因素如除海盐以外的二甲基硫或其它

有机物也会对气溶胶的吸湿性与云凝结核活性产

生影响. 

对细菌、真菌、花粉以及其它生物气溶胶吸湿

性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其对地-气辐射平衡、

气候以及人类健康的影响. 

3.2  展望 

目前对于微生物气溶胶吸湿性方面的研究还

存在很多不足,未来还需在以下方面开展研究: 

(1)丰富生物气溶胶吸湿性的研究种类.除细菌、

真菌孢子以及花粉等生物气溶胶之外,其他在空气

中悬浮的生物气溶胶的吸湿性也亟待研究,例如病

毒、地衣与其他种类的浮游植物如甲藻、蓝藻等. 

(2)生物气溶胶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传输与吸

湿性之间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定量关系或模型,从而

更好地模拟颗粒物在对流层的传输和沉降. 

(3)造成不同生物气溶胶吸湿性差异的机制.虽

然有部分研究推测造成同种生物气溶胶吸湿性差

异的因素,如气溶胶的化学成分和微观结构等,但是

不同种类生物气溶胶为什么会具有不同的吸湿性?

生物气溶胶的代谢产物是否会影响其吸湿性?这些

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4)云凝结核活性代表了颗粒在水蒸气过饱和

状态下的吸湿性.生物气溶胶对气候的主要影响之

一是一些生物气溶胶具有良好的云凝结核活性等,

因此,今后应深入研究微生物气溶胶的实际大气排

放浓度、在区域和全球尺度上的季节变化以及光学

特性等,并将实验室实验结果与大气外场观测结果

联系起来,从而更加精确地估计生物气溶胶粒子对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5)在我国复合污染条件下[51],生物气溶胶的浓

度、粒径分布规律、群落结构均会发生变化,例如,

李等[51]和马等[52]发现雾霾期间真菌群落的主要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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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种类与非雾霾天有显著差异.此外,相关研究表明
[53]严重污染地区的生物气溶胶粒子对气候和生态

系统的潜在影响可能更为复杂,那么作为生物气溶

胶的重要物化性质之一,吸湿性是否会在复合污染

条件下发生改变,是否会显著影响其与大气污染物

的反应速率与产物,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6)在健康效应方面,建立生物气溶胶如花粉,细

菌在呼吸系统内的传输和沉降模型,并研究吸湿性

对其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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